
论“诗骚传统”
韩高年

内容提要 文献典籍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载体，《诗》为 “五经”之首，而 《楚辞》
为“集部”之首。这种古籍归类和传承的特殊性，使 《诗经》 《楚辞》与后世文学形
成很强很密的文本上的 “互文性”。由此，笔者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存在着
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这就是形成于先秦时期的 “诗骚传统”。在它形成后，就成为影
响历代作家创作和人格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以及批评家衡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品位

的基本标准。
关键词 诗骚传统; 形成; 内涵; 影响

有人说，西方文学的根脉是 《荷马史诗》和
古希腊戏剧，而其文学传统是由其开创的 “叙事
传统”; 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绵延数千年，生生不
息，代代承传，其中有没有一个核心的 “精神传
统”? 如果有，这个传统是什么? 形成于何时? 如
何形成? 其内涵是什么? 这是文学史研究应当特

别关注的问题。很可惜，研究者们多关注于一朝
一代作家和作品，而忽略了对这一关键性问题的

思考与探索。本文想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以就正于方家。今天，消费主义浪潮正深刻地改
变着“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学的
“传统”面临被颠覆和解构的困境。①因此，着力揭
示“诗骚传统”的价值内涵，寻找其与当代文学
与文化需求的契合点，也不失为弘扬这一优秀传

统的一种策略。

一 “诗骚传统”的形成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②，即 《诗经》
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
传统。《诗经》收录商代③至春秋中叶的诗歌 305
首，结集于春秋中叶。《楚辞》虽结集于屈原既死
之后，然而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些作品在屈原在

世时即已在楚地广为流传。在屈原身后，更成为
敬仰屈原的作家心慕手追的经典。这两部诗集，
在先秦时期即因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典范

作用而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

经典。到汉代以后，由重儒的政治思想导致的文
官制度和相应的人才选拔制度，使 《诗》与 《骚》
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
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均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对

《诗》《骚》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
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 “诗骚传
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骚》的源头性和经
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
《诗》《骚》虽然并称，但二者却代表了两种
完全不同、但却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 《诗》
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周颂》和 《大雅》之分
诗，或为祭祖之颂歌，或为畿田礼之乐歌，或为

《武》乐之歌辞，或为冠礼之祝辞，均是礼乐制度
的表征形式。而 《小雅》中的大部分及 《国风》
之全部则是因为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功能而进

入《诗》文本。 《周颂》和大、小 《雅》仪式乐
歌事关礼乐制度，后一类讽谏和颂美之诗则体现

了理智的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呈现。《骚》为南楚文
化所孕育，其中《九歌》《招魂》《天问》带有浓
厚的楚地巫教文化气息，神秘而浪漫。 《离骚》
《九章》等作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
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
综合来看，《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 “礼”
“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
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
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才使二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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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互补，具备了典范和源头的气质和个性。
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环节是 《诗》

《骚》的经典化。事实上，《诗》的经典化从
《诗》文本的结集过程中就开始了。晚近学者据
《诗》文本内部和其它先秦典籍所载的外部材料进
行的研究表明，《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
长的时间跨度，其中专为开国典礼、籍田礼、成
王冠礼等重要仪式而创作的 《周颂》31 首，以及
大、小《雅》中与祭祖等仪式关系密切的组诗结
集最早，大约在西周中期穆王时代之前即已出

现④; 为讽刺时政而作的二《雅》中的讽刺诗大约
结集于西周末东周初年，而大部分的 《风》诗则
在春秋早期的近百年间进入 《诗》的文本系统。⑤

以上三类诗歌进入 《诗》文本，体现了不同时期
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 《颂》的编辑体现了周初
社会对礼乐实践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的 《诗》
文本类似于礼典，在行礼时以之为据，照章办事。
二《雅》编辑则体现了西周中期以后周人的较为
复杂的政治思想，燕饮诗的编辑体现了周人旨在

收拾人心的“和同”的政治思想。政治讽刺诗进
入《诗》文本，则是由于周人讽刺时政、匡正其
弊端的实用政治理念与文学思想。风诗的依次进
入《诗》文本，则体现了春秋时期王室与诸侯及
诸侯与诸侯之间新型的政治关系，以及观风俗、
知得失的诗学观念。《诗》的文本化和经典化总是
与特定的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是以事件

(event) 的面目出现的⑥，其经典化的路径不同于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生成规律。由此来看，
《诗》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
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
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具有多重意

义结构的 《诗》文本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
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 《诗》与 《书》、礼、
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 《诗》言志、歌
《诗》观志、引 《诗》足志活动，使 《诗》进一
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
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
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 “风雅”的代
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 《诗》兴、观、
群、怨，以 《诗》观志，以 《诗》观礼造士，
《诗》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成为征引、取资的

文化资源。这标志着 《诗》已被经典化了，正式
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
与《诗》不同，《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

原自身的独特遭际、《离骚》等作所创造的 “发愤
抒情”的人生悲剧的消解方式。产生于战国末期
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楚骚，是在继承楚地文学
传统的基础上吸收 《诗》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
《离骚》在体式上的富于变化使之容量大大增加，
表现技巧异常丰富，遂使之超越了 《诗》而受后
世文人的重视。李泽厚说: “《离骚》把最为生动
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
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

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

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
真正光辉的起点和不可比拟的典范。”⑦王逸 《楚辞
章句》将屈原的所有作品称之为 《离骚》，梁昭明
太子编《文选》单列 “骚”体，收屈子 《离骚》
《九歌》等作，都表明《离骚》一篇足以代表楚辞
的重要地位。
同时，屈原的出现，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战国以前，虽然已有
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但由于文学自身还处在与

其它意识形态门类混而未分的阶段，带有浓重的

群体性特征，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以诗歌创作和

文学实践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也很少有集中体现

作家诗人人格和生命体验的作品⑧。屈原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格局。他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
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将诗歌创作

作为人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

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
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生问题。
在春秋时代和屈原生活的时代，叔孙豹、子

产、老子、庄子和孔子、荀子等思想家已经深入
地思考过上述问题，并在他们的谈话记录和著作

中对此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其中鲁君子叔孙豹的
“三不朽”思想，孔子以礼乐修身、治国、平天下
的思想，道家尤其是庄子努力开拓所谓 “逍遥”
的自由精神境界，注重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在

现实世界之外寻求生活可能性的终极关怀的方式，

都对屈原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⑨。楚文化注重
个性、富于浪漫情调的特点使之更多地将关注的
焦点集中在个体生存状态的展现和精神世界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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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与心灵感悟的抒写方面。屈原的贡献在于，他
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实践了先贤时哲追求可能生活

的精神指向。因此 《离骚》造就了关注个体命运
的独特方式———以 “发愤抒情”升华人生的苦难
和命运的悲剧⑩。朱光潜先生指出: “大诗人先在
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

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瑏瑡 《文心雕
龙·辨骚》篇认为屈原 “依诗制骚，讽兼比兴”，
认为楚辞具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
义”“忠怨之辞”，这些都是“同于风雅者也”。在
他的心目之中，骚体不仅就是战国时代的风雅，

而且还进一步为风雅注入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因
此，在屈原之后，《诗》 《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
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
的生存哲学的传统。

二 “诗骚传统”的意义构成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传统的意义，也具有尚古

的传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笃信
古代文化，因此删 《诗》 《书》，定礼乐，赞 《周
易》而作《春秋》，编辑整理古代典籍。汉代倡导
“奉天法古”瑏瑢，儒家经典成为为政为文之准则。刘
向父子于汉成帝时率领群儒典校汉朝中秘藏书，

对先秦至西汉的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区分

天下学术，诠论各派得失，开启了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宝贵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
玄学鼎盛，整理前代典籍，编纂文学总集、选集，
仍蔚然成风。刘勰著 《文心雕龙》力主为文宜
“宗经”，强调经典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这种信
而好古、取法前人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深厚的心
理积淀深刻地影响到历代文人的创作，使其写作

活动本身成为一种在继承前提下的创新，具有互

文性的特征。与此相应，从秦汉时代开始，在整
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信而好古的传统也在

文学创作方面形成了以引证取资、阐释创新为特
点的重视经典的创作心理。
《诗》《骚》在其被接受与传播过程中形成了
其特殊的文化的、文学的、哲学的、心理的等多
方面的意义构成层面。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它成
为一种文化与文学传统，在意义构成上至少有下

述几个层面:

第一，文学层面。《诗》 《骚》历来被奉为古
代抒情文学的两大源头，主要从诗歌创作方法、
体式风格与诗学批评等多个方面对后世诗人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沈约 《宋书·谢灵运传论》认为
历代诗赋: “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钟
嵘《诗品》言: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
可多得。”并将五言诗之源溯至国风、小雅、楚
辞，尤以风、骚为主。 《世说新语》注引檀道鸾
《续晋阳秋》亦言: “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
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瑏瑣强调汉世以来诸
家在文学体式与创作技法方面对 《诗》《骚》的追
慕与取法。而檀道鸾批评正始以来诗歌说: “正始
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
至过江，佛理尤甚。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
而韵之。(许) 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
三世之辞，而 《诗》 《骚》之体尽矣。”瑏瑤也是以
“《诗》《骚》之体”作为评价的标准。再如萧纲
的《与湘东王书》批评当时 “京师文体，懦钝异
常”的弊端，并分析其成因是 “既殊比兴，正背
风骚”，强调时文与 “风骚”相背。瑏瑥此处所言
“风骚”略同于“《诗》《骚》”，均指诗歌关注现
实，长于比兴，有所寄托的传统。裴子野的 《雕
虫论》亦云: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
风，且彰君子之志; 劝善惩恶，王化本

焉。……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
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
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性情。学者以博依
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

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
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
隐而不深。瑏瑦

可见在诗歌创作内容上、形式上均出现新变
的南朝时期，虽然游仙诗、玄言诗、永明体等成
为一时好尚，但仍有一些作家能自觉地把 “《诗》
《骚》之体”作为纠正文学创作中远离现实或一味
追求华丽语言形式之风气的批评利器。
隋代至唐初，虽因反对六朝骈俪华美之文风

而有扬《诗》抑 《骚》的倾向，但从中唐以后，
仍是《诗》《骚》并重。李白在创作中化用骚体，
杜甫曾说“别裁伪体亲风雅”，柳宗元也有拟骚之
作。取法《诗》 《骚》，几乎是诗人们的共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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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际的元好问，编选 《唐诗鼓吹》十卷，又有
《论诗绝句》三十首，评论唐宋诗人，阐明自己的
文学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他大概的主张，是要
有风骨有宏敞之气，多任自然，下笔大方，要除

儿女之情，要多有悲壮风云之意”瑏瑧。其主旨仍在
远绍《诗》《骚》。从另一层面观察，虽然元代诗
赋创作式微，但诗人创作，仍以远师 《诗》 《骚》
为法。明人俞弁 《逸老堂诗话》卷上载元代诗人
卢挚论作诗曰:

大凡作诗，须用 《三百篇》与 《离骚》，
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
夫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瑏瑨

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元代诗人和诗论家的一种基

本的共识。元人周德清 《中原音韵·序》中评价
元代四大家杂剧和散曲创作说: “其备则自关、
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
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
曰忠曰孝，有补于世。” “自然”是说其语言及音
韵形式，学者们认为杂剧语言多用 “比兴”，散曲
的语言及技法则继承了“赋”，多用白描;瑏瑩周德清
所说的 “有补于世”则是评其主题，而这正是
“诗骚传统”的精髓所在。元代人或明清学者常以
“乐府”指散曲，一些散曲的别集或选本如 《朝野
新声太平乐府》《乐府新声》 《乐府群珠》 《小山
乐府》《月湖今乐府》等，均以“乐府”名之; 明
代张楚权、张旭初所编元人散典集 《吴骚合编》，
则径称之为“骚”。足见元明时代作家、批评家远
绍“诗骚”的用心所在。
直至近世，诗人作诗，仍以《诗》《骚》为准

的。如马一浮言: “言之精者为诗。诗言志，最要
是心术正大，方可学诗。学诗必从 《三百篇》《离
骚》、汉魏乐府、建安七子以及 《文选》诸诗入
手，方有法度。”瑐瑠因为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演变
中的开端地位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从而成为中国

古典诗歌的源头，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在文体形

态、创作方法和审美格调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
基础。
第二，思想层面。在文学和其它精神领域诸

产品融而未分的先秦时期，《诗》 《骚》以艺术化
的形式形象地表述了古典时期的智者们通过长期

实践积淀而成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生价值和思想

观念，其中除了自强、爱国等思想之外，还有其

它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源。胡适曾说: “从前第八世
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

《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以叫他作诗人时代。”
他还根据 《诗》篇，把当时的思想分为忧时派、
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和愤世派，认
为从《诗》中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
已经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的种子发生出
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瑐瑡。陈来也指出:
“《诗》是春秋文化中最为突出的要素。春秋时代，
习诗诵诗是士以上阶层的最重要的通识教育科

目。”瑐瑢也可以说，产生于前诸子时代的 《诗》，是
先秦诸子的共同学术背景。张丰乾归纳说: “儒墨
两家尊崇《诗》 《书》，均以 《诗》 《书》是古代
圣王的心血结晶，可以作为言行的依据和批判现

实的标准。 《老子》 《庄子》中的核心概念和
《诗》有内在的联系，其中《庄子》多以鸟兽鱼虫
为喻阐明哲理，独与 《诗》相契合。法家虽然严
厉批评《诗》《书》于耕战无益，甚至是扰乱人心
的祸首，但也从反面证明他们意识到 《诗》 《书》
有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商鞅时代的赵良连续引
《诗》，批评商鞅变法的积弊，韩非子则引 《诗》
以证君主的绝对权威和不必事必躬亲的原则。”瑐瑣不
仅先秦诸子如此，秦汉以后的历代文人作家也总

是立足他们当时的时代需要，通过对 《诗》 《骚》
的解读和阐释完成自己的人格建构，完成自己时

代的人格认同与文化认同。
比较来看，《诗》 《骚》传统的思想层面，在

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反而要比文学层面更为深刻。
《诗》是春秋时期的士君子日常生活、道德实践、
政治实践的最高准则———礼———的艺术表述。而
屈原生当战国之末，不仅深于 《诗》学瑐瑤，而且还
兼收并蓄儒、墨、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而能
独出机杼。其 《离骚》拈出 “美政”、常礼尚贤、
立法崇德、尊仁尚义、讲信修睦……大有整齐诸
家之趋势。不仅如此，诗中还通过高超的艺术手
段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代悲剧和人生悲剧的消解

方式。屈原的 《天问》则针对天地宇宙、日月星
辰，以及既往的历史兴亡、人生遭际一连提出 170
多个问题，表现了诗人深刻的哲思与大胆的质疑

精神。
第三，人格层面。《诗》 《骚》蕴含着丰富的

人格内涵，树立了光辉的人格典范。秦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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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注 《诗》传 《诗》，乱世注 《骚》拟 《骚》，
成为一种《诗》《骚》接受的固定模式。在 《诗》
《骚》的传播中，也形成了一个人格形象的意义层
面，那就是为人须积极有为、关注现实，达则兼
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 《诗经》来说， 《商
颂》中刻划了积极有为的开国之君商汤的形象和
努力开疆拓土的武丁形象; 《大雅》中的周民族史
诗则赞美了周人圣哲睿智的先祖后稷，率领族人

不畏艰辛长途迁徙的公刘，深谋远虑、德能服众
的文王，勇挑重任、死而后已的武王等英雄; 还
有《大雅》《小雅》诗篇中所写的那些忠于国家、
堪为万邦之宪的忠良之臣如周公、南仲、尹吉甫、
芮良夫、卫武公等。瑐瑥即使是十五 《国风》，也尽显
“君子”的文质彬彬、“淑女”之温婉贤静。他们
的人格形象随着 《诗》的传播，对古代文人士大
夫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礼记·经解》云: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 “温柔敦
厚”，说的就是《诗》对后人人格的影响。
《离骚》等屈原的作品中，融入了屈原的理
想、情感和生命，是屈原的心灵自传和自画像。
司马迁 《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 《叙离骚传》
称赞屈的人格: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
皭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东
汉的王逸也赞颂屈原说: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
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

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

也。”瑐瑦从屈原死后，唐勒、宋玉、景差等人的追慕
屈原开始，历代诗人都被屈原的人格所打动。关
于这一点，仅从历代诗人持续不断地模拟骚体以

创作，以及在诗作中对屈原事迹人格的歌咏当中

就可以看出，此处不繁举。
中国古代德艺并重，论诗先论人品德行。如

徐干《中论·艺纪》言: “艺者德之枝叶也; 德者
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
盛德之士，文艺必众。”瑐瑧刘熙载《艺概·诗概》则
说: “诗品出于人品。”这类例证很多，不繁举。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 《骚》传统中的人
格之美，才受到历代诗人的重视，从而使其成为

不断取资的创作源泉。

三 “诗骚传统”的当下意义

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因全球化和技术

文明的双重重压而举步维艰之时，一些有识之学

者倡导通过重新审视和发现经典的价值以重新树

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瑐瑨一部分作家也在尝试站在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通过创作完成中国文学民

族性与审美性的复归。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语
境与文学语境下，历史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杜
维明赞同梁启超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定为四个

方面: 首先，要以尊崇和保护中国文明为真诚目

的; 其次，采取西方方法研究中国文明并找出真

正的特点; 第三，重整中国文明并用其他文明加

以补充，如此将其转化并变成一种新文明; 最后，

将此新文明伸展到外部世界，如此可有益于全人

类。瑐瑩胡适也主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 (功)
夫”，一是“研究问题”，二是“输入学理”。具体
到文学研究，“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瑑瑠著
名学者陈世骧兼通中、西文学，他立足中西比较，
对《诗经》与 《楚辞》为代表的中国诗歌抒情传
统的归纳，可以说是梁启超、胡适研究思路的一
个具体实践。陈氏指出:

歌———或曰: 言辞乐章 ( word-music) 所
具备的形式结构，以及在内容或意向上表现

出来的主体性和自抒胸臆 ( self-expression ) ，
是定义抒情诗的两大基本要素。 《诗经》和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把这两
项要素结合起来，只是两要素之主从位置或

有差异。自此，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航道确
定下来了，尽管往后这个传统不断发展与扩

张。可以这样说，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注定
要以抒情为主导。抒情精神 ( lyricism) 成就
了中国文学的荣耀，也造成了它的局限。瑑瑡

陈世骧认为 “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
是一个“抒情传统”，而其原生的、足为范式的作
品就是《诗经》和《楚辞》。这是他在“比较文学
的目的是在伟大的传统之间寻找差异和相同或者

互通的地方”这一学术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所得的
结论。本文揭示“诗骚传统”，也正是承其用意。
本文所说的 “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

和哲学实践的品格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之疾

患的良药，也可以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

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我们反对复
古，但呼吁民族文学对古典精神的回归。
认识诗骚传统的当代性，即是对其进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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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而欲权衡其价值，首先要厘清诗骚传统的
内在价值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创作和文化发展
的实际需要之间的契合度。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文

化旅行和交往日益增多，文化的多元性和混杂性

越来越显著。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领域内
“我 (们) 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
逼迫我们作出回应和解释。广义的文学，尤其是
文学经典，因为其重现和表征着 “我 (们)”的形
象，因而成为认同的重要手段和场域。瑑瑢诗骚传统
所表征的三重内涵，以及忠、信、仁、义、孝、
和、智、勇等伦理规范和进退去取的人生实践策
略在当代社会中恰恰可以担当起民族认同与文化

身份认同的重要责任。
多年以前，雅斯贝斯既已指出在他所处的时

代，精神已经被用作手段。其结果便是精神的沉
沦。他说: “如此，它便变得非常灵活，成了诡辩
的单纯工具，可以服务于任何主人。它为任何一
种事态寻找理由，只要这事态是现存的或为既有

的权力机构所希望的。不过，精神始终明白，只
要它是按照这类方式起作用的，它的作用就不会

得到认真的看待。当它用虚构的信念来求得情感
效果的时候，就表明了它的这一隐秘的自身认

识。”瑑瑣而人的真正的意志却因此而被摧毁。“如果
生活继续被看作为群众提供普遍的生活必需品秩

序或系统，那么，精神在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

性中所具有的这种虚伪，就会因其对于人的可能

性的歪曲而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瑑瑤雅斯贝斯所描
述的这种西方社会精神的普遍状态，也适用于描

述当代中国混合文化与缺乏精神指引的文学所表

征的精神危机。
前文已经指出，“诗骚传统”既启迪了先秦诸

子，又是对传统儒、道哲学中价值系统的有效提
炼与综合，同时还是通过 《诗》与 《离骚》在历
代的传播对其进行由哲学向日常生活层面的落实。
这使其影响的范围和效力大大拓展。关于这一点，
陈世骧立足《诗经》《楚辞》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
的研究，以及用由此概括出的 “诗骚传统”在源
头、形式和功用三个方面对 “五四”以来新文学
的评论，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他认为，汉唐以后
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和作家都 “有不断传
下去的历史感”; 大多数作品具有启迪思想、教育

民众的实际作用。这都是因为文学创作继承了由
《诗经》《楚辞》所树立的 “抒情传统”的结果。瑑瑥

此外，夏晓虹 《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一书，则
更是拉长时间，对诗骚传统在历代文学革新中的

启示意义所进行的深入剖析瑑瑦，其观点富有启示意

义。循其思路以探索诗骚传统对当代中国文学研
究与创作及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弘扬 《诗》 《骚》关注现实人生的精
神，使文学与文化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
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 《诗》，成为后世儒家学
派的经典，不仅内涵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
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

人政治观念。特别是两周时期盛行的 “诗教”思
想，更是突出了 《诗》的教化功能。体现出政治
的艺术化倾向。梁启超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特点:
“以为良好的政治，须建于良好的民众基础之上，
而民众之本质，要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不断的保育，

方能向上。故结果殆将政治与教育同视。”瑑瑧 《诗》
多载圣贤的前言往行，多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为

儒家伦常规范所自出，故儒家以《诗》为教。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

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

是一种力求附合实际的、辨证理论观点的结晶。
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 “自强不息”、永
不衰竭的主要原因瑑瑨，也是人文精神中最为可贵

之处。
其次，提倡 “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

合的人格，使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

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
诠解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知
勇、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并主张和谐的人生
哲学，亲近自然，对世俗生活的超然态度，对人

的异化的自觉抗拒等。
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
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历代文人
解读《诗》的活动，就是在人生观上对儒家思想
的立足于自己所处时代的认同与选择。安贫乐道，
不苟活，不轻死。瑑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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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 “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

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
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

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
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
被儒家作为经典，正是因为其中渗透着古典精神。
用孔子自己的话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 (《论语·阳货》) 可以经夫妇，成
人伦，美孝道，厚风俗，成教化。他还说: “《关
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体
现出“思无邪”的特点。孔子在教学中善于借助
于对《诗》的阐释而赋予其形而上的意义。如
《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 “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
也。”子贡曰: “《诗》云: ‘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 “赐也，始可与
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所引的两句诗出自 《卫风·淇奥》篇，原意
是形容一个人刻苦修德犹如玉工雕刻象牙和美玉

一样切磋琢磨，精益求精。在这里，孔子师生二
人谈话赋予了这个诗句以新的意义: 即在进德修

业中应当精益求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
说《诗》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
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同时，加上
儒家对它的再阐释，就使得 《诗》成为古典时代
儒家思想的载体。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
思想也代代相传，其中的一些思想意识已经成为

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和心理积淀的一部分。
以屈原的 《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在哲学

层面上更多地带有综合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某些特

点。这主要表现在屈原在作品中所展示的诗人在
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

宕。在心灵悲剧的消解方式上，屈原创造了一种
高不可及的范式。正因为这一范式的高不可及与
不可模仿性，所以历代文人每每可在对屈骚的解

读中发现“歧意”，并借以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
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实存。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

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

真义而受其影响的作家，便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

神的承担者。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哈威·鲁滨
孙 ( James Harvey Ｒobinson，1863—1936) 曾经这
样定位历史研究的功能: “历史还有一件应该做而
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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